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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化城市形态研究的地块形态与生活便利度关联效应
解析——以上海的新城为例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ot Morphology and Living Convenience Based on Quantitative Urban 
Morphology: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New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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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镇化建设迈入以品质化、人本化为导向的新阶段，生活便利度逐渐成为塑造城市品质的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表明地块形态对交通连

接性和服务设施可达性等要素有重要影响，而这些因素对生活便利度至关重要，但地块形态对生活便利度的影响效能仍需进一步探索。针对这一

情况，本文融合多源城市数据与量化城市形态研究方法，在量化解析生活便利度的基础上，探寻各类地块形态特征对生活便利度的影响效能。考

虑到当前新城更新的实际需求，本研究以上海松江新城和嘉定新城作为实证案例，在控制人口密度、路网可达性等关键变量的基础上，使用基于

机器学习的相关性分析方法进一步解析地块形态特征要素与生活便利度间的关联效应。统计分析表明，小街区、密路网的紧凑布局和适宜的容积

率有利于生活便利度的提升，且地块平面形态对于生活便利度也有重要影响。针对新城地块普遍划分不够细致的问题，本研究建议在开发过程中

将单元地块面积控制在 2 hm2 以内，街块面积控制在 4~4.8 hm2，并将街块划分为 4~5 个单元地块；同时，控制单元地块朝向和建筑容积率对提升

便利度具有积极影响，建议在新城规划中进一步加强这些要素的控制。上述立足量化城市形态研究视角的地块形态效能解析，或可为控规编制和

城市更新提供针对性建议。

Abstract: As urbanization advances into the new stage oriented by quality and humanism, the living convenie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shape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the division of plots significantly impacts factor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connectivity and accessibility 
to service facilities, which are crucial for living convenience. However, the impact of the division of plots on the living convenience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integrates multi-source urban data and quantitative urban morphology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plots on the living convenience on the basi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ving convenience. Considering the demands 
of New Town renewal, this study takes Songjiang New Town and Jiading New Town as empirical cases. By controlling key variables such a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oad network accessibility, machine learning-based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s was us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ot morphology 
features and living convenience.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not only shows that dense road network system with small building blocks and appropriate floor area 
ratio ar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venience, but also indicates that planar morphology of plot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insufficient detail in the division of plots in new towns, this study suggests controlling the area of land-use unit to within 2 hectares and the block area to between 
4 and 4.8 hectares during development, subdividing blocks into 4-5 land-use units. Additionally, controlling the orientation of land-use units and the floor area 
ratio (FAR) of building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ving convenien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se factors be further emphasized in new town planning. The 
above-mentioned analysis of the morphological efficiency of pl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itative urban morphology can provide targeted suggestion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ontrol regulations and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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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推进，新时期城市

建设从“造城”转向“营城”[1]，人本导向的建成环境塑造

日益受到重视，当前，高效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已成为城市

更新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工作。近年来随着国家发展策略的

转变，各地相继提出致力于提升居民日常生活便利度的发

展策略和相关措施，力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生活便利

度作为“15 分钟生活圈”和建成环境品质的重要指征之一，

能够有效反映居民生活空间单元与实际生活的互动关系 [2-3]，

其在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的实践意义正日益受到关注。《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中就率先提出应追求更

加舒适、便利、宜居的生活环境，提高城市生活品质是提高

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新城的存量建设已达到

2035 年目标建设量的 50%~80%，在此背景下以存量更新促

增量建设，实现增量与存量的协同更新 [4]，是上海新城转型

发展的关键契机。

城市形态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活动模式。在快

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中，研究其发展规律有助于理解城市结

构，指导未来城市更新中的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近年来

随着新技术、新数据的涌现，城市形态研究正从原来经验

化、主观化的单要素分析向定量化、客观化的多要素分析

转变 [5]。量化城市形态研究的兴起促进了定量化分析工具

的衍生与普及，有助于将难以量化的空间效能解析为多个

可定量化测度的维度，从而建构城市形态特征效能解析的

精细化测度框架，帮助研究城市形态对居民生活和环境的

影响 [6]。

地块划分是城市规划中的关键环节，它决定了城市空间

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布局。作为居民生活的空间载体，地块划

分方式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其效能还与人们的出行

行为和空间体验紧密关联，进而影响他们对生活中公共服务

设施的感知。生活便利度以人的使用需求和实际感受为基础，

反映建成环境中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和利用的状

态，受基础设施布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形态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是评价建成环境形态影响效能的重要指标之

一 [7]。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上海的新城中，过大的地块和

功能单一的地块划分导致了社区活力度低；小型和中型地块

更有利于形成紧凑和高效的城市布局，从而提升居民对空间

的感知和体验 [8]。然而，目前对于生活便利度的研究普遍停

留在对生活圈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的精细化测度 [7,9]，以地

块划分为导向的具体形态特征与生活便利度的相互关联效应

研究不多。针对这一问题，本研究以上海松江新城和嘉定新

城为实证案例，希望通过更精细化的生活便利度测度和更精

准的地块形态特征提取，为解析地块形态与便利度之间的关

联效应提供新可能。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量化城市形态研究旨在依托数据本底，运用统计方法

对城市形态进行系统、定量的分析。目前，该领域的研究

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即定量化的形态特征提取、精细化

的空间效能评估和动态化的演变过程解析 [6]。一方面，定

量化思维和技术手段的成熟为空间形态特征的提取提供了

精准、高效研判。基于量化城市形态研究方法对街道网络、

街区单元、建筑形态与开发强度等空间形态要素进行的分

析手段正逐步成熟 [10-11]。依托定量化视角与多源数据融合

的分析方法，抽取对空间品质与活力有潜在影响的形态特

征，可以更好地解析城市内部多层级空间形态，为城市设

计的发展提供深入的形态学基础。另一方面，量化城市形

态研究的兴起标志着城市形态研究从描述性分析向定量研

究的重大转变。传统的描述性分析主要依赖于直观判断的

定性方法，虽能实现初步解析，但难以实现统一口径的研判。

而通过引入数学模型、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城市形态

研究从依赖于定性描述逐步转变为基于数据和模型的定量

分析 [12]，既能更精细地探讨城市形态与效能评估指标间的

复杂关系，又能结合时序数据揭示形态演变的驱动机制与

趋势，关注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现有研究已涵盖城市

形态特征对土地利用效率 [13-14]、城市活力 [15] 和社会经济 [16]

等多方面效能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形态提供了理论

支撑。

地块作为城市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为视角开展的

定量分析有助于揭示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和组织方式，同时

促进形态准则的传导与落实 [17]。目前通过一系列指标测度对

城市形态的时空演变特征 [18]、形态类型 [19] 和尺度方向 [20] 等

多方面内容进行量化解析的研究已实现，以地块为研究对象

的量化研究正从地块肌理的“形态演变”向“形态类型”进

行转变。量化城市形态研究的分析方法为更精准解析地块形

态提供了新契机。部分研究已借助量化城市形态研究的相关

理论和技术，开展对地块形态效能的深度解析 [20-21]。将量化

分析技术运用于地块形态特征的抽取和解释，为地块形态的

效能解析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视角。各类新数据的融入能更

全面地表征影响效能和对空间本底的感知，使得测度以往难

以量化的主观感受成为可能 [22]。然而，目前城市更新背景

下的地块形态管控尚未建立起系统性的效能评价框架，如何

结合量化测度方式，以人本尺度精准解析地块划分对生活便

利度的影响效能，实现对建成环境品质的改善是亟须探讨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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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分析单元的界定与选择
在城市形态学领域，地块通常被认为具有三个主要属性，

即用地管控、产权权属和街区格局 [17]。在不同研究语境下，“地

块”的概念常常因侧重属性不同而呈现差异。就本研究而言，

鉴于新城通常处于开发初期阶段，用地管控界线与产权权属

界线之间往往高度一致，故而主要聚焦与可量化城市形态更

为紧密的用地管控和街区格局属性。

本研究主要涉及两种地块分析单元，即单元地块（land-

use unit）与街块（block）（表 1）。单元地块指控制性详细规

划内进行用地管控的基本单元，其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地块的

用地性质与用地强度，是建成空间形态的制度基础 [23]。在该

尺度下，研究指标主要侧重于解析单元地块的自身特征。街

块指由公共街道划分而产生的基本单元，具有影响街区格局

的作用，内部包含一个或多个单元地块。在该尺度下，不仅

要关注街块的形态特征，还需要考虑街块内部单元地块之间

的关系。

2.2  研究框架
为进一步探索地块形态特征对生活便利度的影响效能，

提出基于效能分析的新城地块划分优化建议，本研究对地

块形态特征与生活便利度的关联效应进行了解析。一方面

通过以建筑为分析单元的生活便利度量化测度方法 [24]，借

助 ArcGIS 的空间链接工具对结果进行加权平均处理，实现

分析单元从建筑向地块的转变。另一方面纳入经典城市形

态学理论中关键要素 [25]，包括街道网络可达性、路网密度

以及影响生活便利度主观感知的人口密度，三者共同作为

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重点关注与地块划分相关的形态特

征，即量化计量方法下的地块几何特征 [26-27]、反映开发情况

的功能类型 [28-29] 和建筑组织格局 [30-31]，将之作为地块形态要

素的分析因子，从单元地块和街块两种分析单元开展地块平

面形态、地块利用和建筑形态三方面的测度。而后，在对

研究片区内生活便利度和地块形态特征的空间分布特点进

表 1  分析单元边界界定及其图示

分析单元 边界 图示

地块

单元

地块

由控制性详细规

划确定

建筑

单元地块边界

街块边界
街块

由城市路网（公

共街道）确定

行归纳的基础上，考虑到机器学习模型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选择梯度提升决策树（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和

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两种机器学习方法，识别在两

个模型中均具有强相关性的地块形态要素，进而通过解释

性分析探究这些要素的影响趋势。最终，基于分析结果提

出地块形态优化的建议和策略。

研究包括六个主要步骤 ：数据采集、生活便利度测度、

地块形态特征测度、控制变量测度、统计分析和策略提升

（图 1）。在数据采集阶段，收集后续分析所需的建成环境

数据（道路数据、建筑数据、地块边界数据）、POI 数据、

人口数据 [32] 等多源数据。

2.3  研究区域
新城内的新、老城区在地理区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由于

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建设目标，新、老城区的生活便利度

和地块形态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区别反映在道路规划、地块

划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人口密度等诸多方面，因此本研

究选取建设开始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松江新城和嘉定新城

的新、老城区作为研究案例（图 2）。

2.4  基于大规模POI 数据和城市计算的生活便利度测度
本研究所涉及的生活便利度计算方法参考本团队之前提

出的分析框架 [33]，利用 POI 数据和空间分析技术，将一定

出行范围内可接触的基本公共暨商业服务设施纳入考量，对

生活便利度进行建筑尺度的精细化测度。参照《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标准》、《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

标准》（DGTJ08-55-2019）等规范，相关分析将各类设施分

为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休闲服务设施、文化设施、商

业服务设施、交通场站服务设施、绿地设施、市政服务设施、

行政管理服务设施九大类。同时，引入高斯函数来模拟服务

效能随路网距离变化的实际情况：在考虑各类设施的影响半

径差异的基础上，使用影响设施效用的距离衰减函数 [27]，以

更全面地考虑地理空间的实际阻力，从而提高对设施可接触

度的衡量准确性。

最终，形成基于距离衰减的生活便利度量化测度方法，

计算公式如下。分析结果通过 ArcGIS 内的空间链接工具，

从以建筑为分析单元转换为以单元地块、街块为分析单元，

支持后续的形态学分析。

 Ni=Σ
n
j=1 Gauss（Distij）×Wj （1）

公式（1）中，Ni 表示建筑物 i 的相对设施数量，n 为

设施总数量；Distij 表示建筑物 i 到设施点 j 的沿路网距离；

Gauss(x) 函数被用于计算距离衰减后的设施效能，当路网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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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PDP: 
Partial Dependence

Plot
ICE: Individual Conditional

Expectation Plot

[ ]

[ ]

01-

02-

03-

POI

 

A
r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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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x 超过设施点 j 的服务半径 r，其数值为 0 ；Wj 为第 j 个设

施点的权重值，权重设置参考 Walkscore[34]。

 Vi=-Σn
j=1 pj lnpj （2）

公式（2）中，Vi 表示建筑物 i 的设施多样性，计算过程

中将设施分为九大类 ；pj 表示第 j 类设施的数量占可达范围

内总设施数量的百分比。

 
Σn

j=1 Nj ×Vj×Fj

Σn
j=1 Fj

LCi=  （3）

公式（3）中，LCi 表示目标地块 i（单元地块或街块）

的生活便利度值；n 表示地块 i 内的建筑总数；Nj 表示地块 i
内建筑物 j 的相对设施数量；Vj 表示建筑物 j 的设施多样性；

Fj 表示建筑物 j 的总建筑面积（m2）。

N

0 5 10 15 20 km

41.2 km²

56.2 km²

0 5 10 km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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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km²

G60

N

0 5 10 km

图 2 研究区域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Mapbox底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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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于量化计量的地块形态特征指标计算方法

2.5.1  控制变量指标

本研究将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街道网络可达性作为控

制变量指标。人口密度利用人口分布栅格数据进行分析，反

映了单位面积内的人口数量。路网密度则是利用 ArcGIS 中

的核密度分析进行计算，将区域内的路网长度分布到相应的

空间单元，以此评估道路的分布密集程度。为表征局部与全

局的路网可达性，使用 sDNA 工具的选择度测度步行可达性

和车行可达性。既有实证研究显示，800 m 的步行半径比较

适宜反映日常生活中的步行可达性，9 500 m 则是基于通勤

调研所得的上海典型出行距离①。

2.5.2  地块形态指标

（1）地块平面形态

地块平面形态共包括五个分维度（表 2）：地块的尺寸

和形状是直观认识整个地块形态的关键特征；质心的位置对

① 数据源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表 2  地块平面形态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维度 指标名称 分析单元 图示与计算公式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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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m 紧致指数（SSI）：衡量地块形态紧

凑度的指标

单元地块、街块

景观形状指数（FSL）：通过比较地块形状

与相同面积的正方形之间的偏离程度来测

量形状复杂程度

单元地块、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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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心距离均值（CenD_M）：街块内单位地

块相对于整体街块的平均偏移程度

街块

质心距离方差（CenD_SD）：街块内单位地

块相对于整体街块的偏移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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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街总边长占比（SPS）：评估街块的临街

道边界占比

街块

方向

（最小外接矩形）朝向（Orient）：描述了地

块朝向方向与正南方向的偏移情况

单元地块、街块

Orienti

Orienti

Orienti

Orienti

注：其中，A_M 表示地块面积均值，作为计算中间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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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整体布局和组织形式产生影响；临界环境 [27] 揭示了

地块周围的边缘特征，当界面是临街界面，地块往往具有更

高的经济价值 ；地块方向决定了建筑朝向，进而影响内部空

间的采光和舒适性。

（2）地块利用

地块利用包括地块功能和建筑功能两个分维度（表 3）。
街块功能多样性（FD）表征街块内单元地块在用地功能方

面的多样性程度。建筑功能使用功能混合度（MXI）进行评

估，通过各类功能的建筑面积计算，将分析单元分为单功能

区、双功能区和多功能混合区 [35]，用于表征地块内建筑功能

组成和混合情况。

（3）建筑肌理

建筑肌理分析基于空间矩阵（Spacematrix）开展。该方

法将建筑肌理特征划分为九种典型类型，包括从低层、多层

到高层，以及从点式、板式到围合式，从而支持不同区域之

间城市肌理的量化比较 [11]（表 4）。

2.6  基于机器学习的统计分析
笔者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对数据集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以确保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不显著。随后使用皮尔逊相

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展示变量之间的线

性关系，筛选出纳入后续建模的指标。

而后，为描述地块形态特征指标与生活便利度之间的非

线性关系，使用梯度提升决策树和随机森林进行建模。考虑

到机器学习模型的稳定性问题，通过同时使用两种方法进行

比较。若两者结论较为一致，说明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机器学习模型与传统分析方式相比具备强大的非线性关系处

理能力 ：梯度提升决策树在筛选特征和高精度预测方面表现

突出；随机森林具有鲁棒性和处理高维数据的能力，能够有

效抵抗过拟合和异常值的影响。近年来，这两种方法已被广

泛应用于城市研究中的相关性分析 [36-38]。

模型训练与调优均在 Python 环境中使用 scikit-learn 

进行 [39]。在过程中，使用交叉验证和网格搜索对学习率、树

数量、最大深度、最小样本分裂数和子样本比例等超参数进行

调优，以优化模型性能。80% 的数据集被用于模型训练，剩

余 20% 用于模型测试。模型性能通过判定系数 R2 评估。模型

训练完成后，基于特征重要度（feature importance）分析筛选

出对生活便利度有强影响的形态特征指标。为了进一步分析这

些地块形态特征与生活便利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引入指标的

部分依赖图（PDP）和个体条件期望图（ICE）[40] ：前者展示

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某一特定变量对模型输出的

影响；后者则作为前者的补充，展示在不同个体样本上特定 

变量的变化情况，更全面地呈现模型对不同观察值的响应。

3  数据分析与讨论

3.1  生活便利度测度结果
在完成对每栋建筑生活便利度的单独评估后，笔者进一

步使用空间分析技术估算地块生活便利度的总体情况，缺少

建筑信息的地块以灰色表示（图 3）。分析可见，研究区域

中老城区的生活便利度显著高于新城区。同时，可观察到老

城区内生活便利度高值区富集，形成了明确的生活中心 ；而

新城区内生活便利度高值区较为分散。

表 3  地块利用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维度 指标名称 分析单元 计算方法

地块功能 街块功能多样性（FD） 街块
FD=-Σn

i=1 Pi ln Pi

式中，Pi 表示功能类型为 i 的地块面积所占总街块面积的百分比

建筑功能 建筑功能混合度（MXI） 单元地块、街块

MXI= (  % )%, %,
Ahousing Aworking Aamenities

Agross Agross Agross

式中，Ahousing 表示居住功能建筑的总建筑面积（m2）；Aworking 表示工作功能建筑的总建筑面积（m2）；

Aamenities 表示服务设施功能建筑的总建筑面积（m2）；Agross 表示分析范围内建筑的总建筑面积（m2），

等于前三者之和

表 4  建筑肌理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维度 指标名称 分析单元 计算公式

建筑形态

容积率（FSI） 单元地块、街块
FSIi= Fi / Ai 

GSIi= Bi / Ai 

式中，Fi 表示分析范围内的总建筑面积（m2），Bi 表示分析范围内的总建筑占地

面积（m2），Ai 表示分析范围的总面积（m2）
建筑密度（GSI） 单元地块、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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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活便利度测度

3.2  地块形态指标测度结果

3.2.1  地块平面形态

（1）尺寸：嘉定新城街块大小均值小于松江新城。两新

城内老城区单元地块面积均值小于新城区，街块内单元地块

数量均值大于新城区，越靠近老城区中心区域，街块切分越

细、面积越小、地块数量越多。

（2）形状：研究片区内绿地、水域地块形状紧凑指数较

低，长宽比数值较大，而以居住功能为主的社区中心附近地

块形状大多接近矩形，形状较为规则。

（3）质心：老城区的单元地块质心距离均值略大于新城

区，说明老城区街块切分更加细致。此外，质心距离也与地

块的形状有一定的关联效应，即单元地块质心距离均值高值

区域与地块紧凑指数高值区域基本重合。

（4）临界环境 ：嘉定新城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单元地块

临界边长占比分别集中于 0.40~0.74 和 0.50~1.00，松江新

城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单元地块临界边长占比分别集中于

0.40~0.64 和 0.50~0.82。可见新城区单元地块的临道路界面

占比高于老城区。与此同时，交通主干道周边区域的街块

周长与单元地块总周长比值较低，说明交通主干道周边地

块切分较少。

（5）朝向：松江新城的地块朝向中位数为 82 度，明显

高于嘉定新城（中位数为 58 度）的偏转水平，这与两新城

主要道路的偏转方向差异有明显关联。

图 4 和图 5 展示了部分地块平面形态指标的测度情况。

3.2.2  地块利用

地块功能方面，对于街块功能多样性而言，松江新城均

值显著高于嘉定新城，即拥有更多功能复合的街块。

建筑功能方面，如图 6 所示，松江新城中居住功能和设

施功能组合形成的双功能区占比面积较大 ；同时，松江新城

新城区存在一定面积的纯办公功能建筑的聚集区。与之相对，

嘉定新城中单居住功能地块占比远高于松江城区，且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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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地块平面形态指标箱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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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嘉定新城的新城区。两新城的多功能混合地块均主要分布

于老城区的中心区域。

3.2.3  建筑肌理

在建筑肌理上，两新城中的老城区均主要以多层建筑为

主。此外，围合式地块主要分布在两新城的老城区中心附近。

对于新城区而言，松江新城新城区有较多点式高层地块，而

嘉定新城新城区低层、多层、高层占比较为接近，多以点式

布局为主（图 7）。

3.3  地块形态与生活便利度的关联效应解析

3.3.1  数据预处理与变量选择

笔者在清理分析单元中生活便利度为 0 的数据之后，使

用皮尔逊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系数（VIF）进行多

重共线性检验。剔除了相互之间皮尔逊相关性系数（r）超

过 0.8 的变量和 VIF 大于 10 的自变量。同时，初步进行自

变量与因变量（生活便利度）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确定每

个指标的影响方向，即正向或负向影响。最终模型纳入的自

变量以及每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如表 5 所示。

3.3.2  基于特征重要度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和随机森林分别对单元地块尺度和

街块尺度进行建模。在进行数据预处理后，纳入的单元地块

个案数为 1 846，街块个案数为 838。具体超参数与模型性能

如表 6 所示。结果显示，同一分析尺度下两种机器学习模型

的特征重要度与变化趋势相对一致，且 R² 值相对较高，分

析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通过对模型 1 和模型 2 的分析可见（图 8），除控制变

量外，地块面积、临街边长占比和地块朝向与单元地块尺度

的生活便利度呈现较为明显的相关性。模型 3、模型 4 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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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部分地块平面形态指标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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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单个地块的功能占比。

图 6  建筑功能混合度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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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建筑肌理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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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以单元地块和街块为分析单元的模型自变量及其相关性系数

变量类型 指标名称
单元地块尺度 街块尺度

与生活便利度的相关性系数 指标是否纳入 与生活便利度的相关性系数 指标是否纳入

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 0.642 √ 0.649 √

步行可达性 0.520 √ 0.525 √

车行可达性 0.164 √ 0.084 √

路网密度 0.611 √ 0.525 √

地块平面

形态变量

地块面积（A） -0.036 √ -0.104 √

单元地块数量（N） -0.002 √

单元地块面积方差（A_SD） -0.058 √

（最小外接矩形）长宽比（R_WL） -0.075 √ 0.065 √

Schumm 紧致指数（SSI） 0.068 √ -0.059 √

景观形状指数（FSL） -0.041 √ -0.004 剔除

质心距离（CenD） 0.059 √

质心距离方差（CenD_SD） -0.007 √

质心距离均值（CenD_M） -0.002 √

临街边长占比（SPP） -0.028 √

临街总边长占比（SPS） -0.022 √

（最小外接矩形）朝向（Orient） 0.054 √ 0.032 √

地块利用

变量

街块功能多样性（FD） 0.265 √

建筑功能混合度（MXI） 0.168 √ 0.162 √

建筑形态

变量

容积率（FSI） 0.297 √ 0.169 √

建筑密度（GSI） 0.259 √ 0.168 √

注：空白项表示该分析维度不包含该指标。

表 6  各模型超参数与模型性能表

指标名称

单元地块 街块

模型 1：梯度
提升决策树

模型 2：随机
森林

模型 3：梯度
提升决策树

模型 4：随机
森林

学习率 0.05 0.05

决策树数量 200 200 200 150

最大深度 4 5

最小样本叶 1 2 2 4

最小样本分裂数 10 5 2 10

子样本比例 0.9 0.9

判定系数（R²） 0.601 0.609 0.512 0.459

注：空白项表示该模型不包含该参数。

果显示，街块面积、长宽比、街块功能多样性和容积率与街

块尺度的生活便利度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

3.3.3  地块形态对生活便利度的解释性影响分析

如图 9 中的部分依赖图（PDP）和个体条件期望图

（ICE）所示，单元地块面积对生活便利度呈现连续负向影响。

当单元地块面积在 1.5~2 hm2，生活便利度水平较稳定；当单

元地块面积超过 2 hm2，生活便利度持续下降。此外，当单元

地块临街边长占比为 50%，生活便利度水平较高。在单元地

块朝向方面，单元地块朝向接近正南正北（在向东偏移 15 度

与向西偏移 20 度的区间内），对生活便利度的提升有利。

街块尺度的分析可见，当面积在 4~4.8 hm2，生活便利

度较高 ；当面积超过 6 hm2，街块面积增加对生活便利度的

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街块长宽比为 1.8~2.4，生活便

利度较高；超过 2.8，将对生活便利度产生负面影响。

在地块利用方面，街块功能多样性在高值范围内对生活

便利度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功能多样性介于 1.25~1.50，
生活便利度显著提升。在这个范围内，研究区域内地块的主

导功能多为居住。当地块包含两种主要功能，通常是居住功

能与工作或设施空间相结合，两者的比例大致在 9∶1~6∶4
之间。而当三种功能混合，仍多以居住功能为主，占比约

为 80%。

此外，容积率对于生活便利度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于嘉定和松江新城建设较早，存在相当数量低容积率的别

墅区，因此统计模型显示当容积率大于 0.6，容积率提升就

开始对生活便利度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容积率达 2.5，
生活便利度便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其进一步提升也不会带

来便利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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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因变量的特征重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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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总结

4.1  基于地块形态与生活便利度关联效应的地块划分策略
本研究基于多源城市数据与量化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探

索了地块形态特征对新城生活便利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单元地块、街块的地块形态要素控制对提升新城生活便利度

至关重要。然而在当前实践中，新城在建设初期容易缺乏对

整体形态布局的系统性考虑，导致地块划分不够细致，地块

面积过大或形状不规则不利于交通网络的优化和公共服务设

施的合理配置。

首先，地块面积的控制对于生活便利度的提升非常关

键。这与雅各布斯（Jacobs）[41] 和蒙哥马利（Montgomery）[42]

的经典城市设计理论吻合，即小街区、密路网创造的更为

紧凑的城市布局更有利于创造高生活便利度的社区。本研

究在经典理论之上实现了进一步认知深化，实证研究发现

相较于已被普遍重视的街块尺度，合理控制单元地块的地

块尺寸、形状和朝向对于提升单元地块尺度的生活便利度

也非常重要。本研究显示，将单元地块面积控制在在 2 hm2 

内，且以正南正北朝向为主，街区面积控制在 4~4.8 hm2 之

间，将街块划分为 4~5 个单元地块，并将街块长宽比控制

在 1.8~2.4 之间，能明显提升生活便利度。当前规范导控中

对此方面的地块形态控制考虑较少，应进一步强化。

其次，与既有认知一致，研究显示建筑容积率与建筑

密度均对生活便利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又进一步细化了

效应阈值区间。分析显示 ：当容积率大于 0.6，容积率的

提升开始对生活便利度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容积率

达 2.5，生活便利度便可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其进一步

提升也并不会带来便利度提升。这一认知可为新城建设中

的地块容积率控制提供新的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城

建设中，大部分新城区地块均具有类似的高容积率，而建

筑密度在现行控规中往往被视为需要控制的负面因素。但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系数显示，建筑密度同样与生活便利度

有正向相关性 ：当建筑密度达 0.3，生活便利度可维持在

较高水平，高建筑密度的围合式建筑形态能提供连续的街

墙空间，有助于创造更开放的城市界面，促进生活便利度

的提升 [43]。

此外，研究同样显示地块功能和建筑功能多样性对生

活便利度有正效应。一定程度的功能混合意味着不同功能

区域的集中，能够有效缩短居民满足各类需求的时间，增

强城市活力。当前，新城普遍面临功能单一的问题，建议

新建城区避免规划成片的纯居住地块，而应保证适度的功

能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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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强相关性指标的部分依赖图（PDP）和个体条件期望图（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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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量化城市形态研究：面向品质塑造的新解析途径
当前，量化城市形态研究正逐步转向实证和定量的视角，

推动着新认知的发现与探索。一方面，新数据和新技术的涌

现为城市设计理论的认知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新工具

的运用使得挖掘出以往难以观察到的城市形态学特征成为可

能，促进了空间形态特征的解析。另一方面，在多源数据的

支持下，量化分析不仅能精准测量空间的形态特征，还能进

一步支持空间的非实体效能解析，进而通过对地块形态与空

间效能的关联解析催生新的理论认知，为未来城市品质的塑

造和提升带来新机遇。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改进
与此同时，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首先，由于采集数

据精度限制，对于生活便利度的测度未能考虑不同人群基本

情况和心理因素差异，不同人群的年龄、职业、生活方式等

也会影响对于生活便利度的感知。在下一步研究中应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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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对于生活便利度的需求差异，通过引入 LBS 用户画

像数据等方式形成更为全面的考量。此外，当前生活便利度

的度量未能考虑小区出入口限制等管理因素产生的影响。其

次，在数据采集上，考虑到新城建设仍然在逐步推进中，建

筑数据和 POI 数据仍然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阶段，为了提升

数据的准确性应进行一些典型片区的数据校核。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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